柳亚子《与某兄书》的考证与解析
叶扬兵
一、某兄就是邵力子
尽管收录到《柳亚子选集》中的《与某兄书》已经隐去某兄的姓名，但从文中所披露的诸多信息来看，仍不难看出某兄就是邵力子。具体证据如下：
第一，邵力子与柳亚子是南社老友，且邵家与柳夫人郑佩宜家族有累世交情。邵力子与1914年加入南社，1923年又是与柳亚子等一起发起成立新南社，担任编辑部主任，并位列五名编辑部主任之首。 因此，邵力子与柳亚子是南社多年老友。不过，柳亚子的南社老友甚多，尚难由此断定某兄就是邵力子。但是，在南社老友中，其家与柳亚子夫人郑佩宜家族有着“累世交情”的则只有邵力子。 从现有资料来看，邵家与郑家大概有这样两层关系：一是邵力子母亲张夫人与郑佩宜祖母张太夫人可能有亲戚关系。邵力子父亲邵霖虽是浙江绍兴人，但曾两任吴江县丞，其治所就在盛泽镇。邵霖继室（邵力子母亲）是盛泽人张氏。而柳夫人郑佩宜家也世居盛泽，其母亲早亡，由祖母张太夫人抚养，故与祖母感情极深。邵母张夫人与郑祖母张太夫人，都是盛泽人，两者之间或许存在亲戚关系。但是，要确认是否有这一层关系，就有待于从盛泽张氏族谱中寻找线索加以判断。二是邵力子与柳夫人郑佩宜之兄有同窗之谊。根据郑咏春之子、厦门大学教授郑重先生回忆，邵力子在父亲死后，邵力子曾与后来郑佩宜之兄郑咏春、郑桐荪昆仲一起在郑氏家塾中读书。 

第二，邵力子曾于1945年12月某天晚上到柳亚子夫妇寓住的毛啸岑家中拜访柳亚子夫妇。当时柳亚子夫妇急于从重庆返回上海，但却无法购买到飞机票，邵力子来访后，帮助柳亚子解决了购买飞机票的难题。 不过，当晚邵力子讲了“许多不相关的话”， 竭力为国民党政权及其政策进行辩护，引起柳亚子的不快，但当时由于多种原因，柳亚子并未反驳。结果是，“神经受了刺激，又是一夜的失眠”，“憋了一肚皮的鸟气”，“精神上感到非常苦痛”。  于是，次日，柳亚子便奋笔疾书，写下九千余字的《答客难》，对邵力子的讲话进行痛快淋漓的全面回击。柳亚子在《与某兄书》中又重提了邵力子在重庆来访和自己写《答客难》的旧事，并披露出更多的细节：“由渝返沪前夕，在啸岑寓中，兄所谈宗旨如何，尚能记忆否？弟迩时倦极，不欲置辩；又思辩则非拍案大骂或挥老拳不可，似非报兄为我弄飞机票之道，故隐忍缄口耳。明日思之，终不下脐，写一长信，初欲公开，佩宜力阻而止，又欲送兄一阅，渠亦坚持不可。” 

第三，1926年夏天，柳亚子与朱季恂、侯绍裘到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他们对蒋介石从“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失望”，便面见蒋介石，提出几点意见，蒋介石则“不以为然”。于是，柳亚子与朱季恂、侯绍裘便“很不客气的教训了他一顿”，结果是闹得“不欢而散”。但当时在场的邵力子“却坚守金人之戒，箝口不作一语”。 《与某兄书》中则简单地重提此事，谓“前述广州偕季恂、绍裘访蒋逆故事”。  

第四，其他信息也显示某兄就是邵力子。如《与某兄书》说，某兄曾“开府陕甘”。而邵力子曾于1932、1933年先后担任甘肃省、陕西省政府主席。如《与某兄书》说，某兄赏识的“徐蔚南”。徐蔚南是吴江盛泽人，既是柳亚子的忘年交，也深受邵力子赏识。
另外，1950年11月19日，宋云彬前往柳亚子处拜访，据其当日日记记载：“前数天‘民革’开会纪念孙中山，邵力子讲话，谓柳老长于文学，不懂政治，亚老大怒，书一长函致邵，尽嬉笑怒骂之能事”。 这就更为确切地显示某兄就是邵力子。
二、柳亚子与邵力子关系的回溯
要解析《与某兄书》，首先有必要对柳亚子与邵力子的关系进行一些必要的回顾。如前所述，柳亚子与邵力子不仅是南社多年老友，而且邵家与柳夫人郑家有着累世交情，因此，两人在长期交往中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即使在两人政治主张或立场不同乃至尖锐对立时，也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私人情谊。但是，另一方面，两人在长期交往中，又多次因为政治主张不同或政治主张不同，发生多次争论乃至冲突。
早在1912年，柳亚子与邵力子便围绕南北和议展开了激烈的笔战。当时，柳亚子担任《天铎报》主笔，极力反对南北和议，而邵力子则是已经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机关报《民立报》的主笔之一，非常赞成南北和议。于是，双方分别以《天铎报》和《民立报》为阵地，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柳亚子和邵力子都赞成和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两人之间一度在建立吴江县国民党党部上有过密切合作。但是，到1926年，随着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崛起后，两人的政治立场便有明显不同。柳亚子与朱季恂、侯绍裘等曾当面指责蒋介石，而邵力子则对蒋介石没有明确反对。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柳亚子为了逃避追捕，一度出游日本。1928年4月，经朱少屏等人劝说回国，与国民党政权保持了十多年藕断丝连的关系。1931年12月，重新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2年，担任了上海通志馆馆长等闲职。在这一时期，柳亚子沉痛悼念侯绍裘、张应春等在大革命中牺牲的革命烈士，大力营救被捕廖承志、李少石等共产党人，并为自己苟活感到深深自责。如1938年，他在《朱季恂、侯绍裘合传》中指出：“怀贤悼逝，感慨奚穷。弥自惭其草间偷活耳。” 这些都显示出，尽管柳亚子一度对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妥协低头，保持了藕断丝连的关系，但是，其心内深处则隐藏着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不满与反抗。
1927年，邵力子从苏联返国后，蒋介石已经发动“四一二”政变，他虽然一度有所犹豫彷徨，但随即站到蒋介石一边，先是于1928年2月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等要职，后又于1932年、1933先后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成为蒋介石政权中的封疆大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柳亚子先是蜗居上海，后移住香港，再转移至桂林，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后又于1944年9月转赴重庆。邵力子则先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担任驻苏大使，回国后担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抗战胜利后，又参与国共谈判与交涉。
抗日战争进入中期后，柳亚子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消极抗日，逐渐走上了反蒋道路。1941年皖南事变后，柳亚子在香港严厉谴责蒋介石发动亲痛仇快的皖南事变，因而被开出国民党，从而正式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决裂。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应邀赴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与毛泽东诗词唱和，对毛泽东的诗词和业绩给予高度评价。同时，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参与创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积极参加民主活动。这样，柳亚子便与追随蒋介石的邵力子走上完全对立的政治道路。
1945年12月23日晚，邵力子来到柳亚子夫妇寓所拜访。他一方面帮助柳亚子解决无法购买从重庆飞往上海的机票，但同时又竭力为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各项政策进行辩护，颇多地攻击和指责毛泽东与中共。对此，柳亚子次日写下了《答客难》对邵力子进行全面反驳。
蒋介石执意发动反共内战后，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反蒋道路。1947年10月，柳亚子自沪抵达香港，积极参与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一度担任秘书长。后柳亚子赌气辞出秘书长职务，转而担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49年2月下旬，应中共中央的邀请，柳亚子、陈叔通等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经过青岛、天津，于3月18日抵达北平。
4日1日，邵力子随南京政府和谈代表飞赴北平，与中共中央展开北平和谈。
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签订和平条约。21日，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进军江南。邵力子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一致决定留在北平，参加新中国建设。从此，原来政治立场截然不同的柳亚子与邵力子，又共同汇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大旗之下。
自1948年以来，国民党民主派就存在着民联、民促和民革三个独立组织。1949年国共和谈破裂后，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以及一些高级起义将领如程潜等，也参加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形成了国民党内爱国民主派的第四支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向李济深等建议，希望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不分先后，为实现革命的三大政策．为遵守共同纲领，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团结起来，统一组织”，以便集中力量．为新民主主义建设工程发挥作用。 据此，在李济深的领导下，国民党民主派开始酝酿合并事宜，并于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日召开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也称“四方会议”）。经过“四方会议”，国民党民主派统一合并于民革之中，并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团结委员会。11月22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选举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程潜、张治中、邵力子、柳亚子、朱蕴山、陈劭先等21人为中央常务委员。由此，柳亚子与邵力子又共同处于民革这一团体之中。
国民党民主派合并成民革后，民革领导层人事发生了较大变动，特别是张治中、邵力子等跻身民革领导层，并在民革中央常委委员会中排名位居柳亚子之前。对此，向来对政治地位很敏感的柳亚子应不无意见，但因其自1949年7月后进入精神衰弱期，无力问事，可能也就未予计较。然而，到1950年11月，柳亚子精神进入亢奋期，则不免会有些计较。这就为后来柳亚子与邵力子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三、《与某兄书》的内容解析
1950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诞生84周年的纪念会上，邵力子在发言中公开指责柳亚子“知文学而不知政治”，柳亚子大怒，次日给邵力子写了一封长信，这就是《柳亚子选集》中收录的《与某兄书》。
从《与某兄书》来看，柳亚子大怒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邵力子公开指责感到不解和愤怒。
柳亚子首先指出，自己与邵力子在大革命失败后所走道路的不同：“中间兄附子翼，开赴陕甘，弟虽亦曾失节，有梅村不死之恨，但魏延反骨，自问犹存也。”尽管两人政治主张早就不同，但是，我“忠厚待人”，又遵照“毛主席宽大为怀之旨”，故兄入燕都以来，“未有公开挑战之举，得罪于兄”。“乃昨日兄逞最后十五分钟之雄辩，忽然一矢相加，此复何说？吾辈既同在联合战线大帜之下，苟有异同，何妨召集座谈会，从容讨论；乃必于大庭广众之中责弟知文学而不知政治，坏人名誉之谈，轻易出口，殊莫名开罪之由。”柳亚子虽以文学名世，但却对自己的政治才能极为自负。他说，“以弟自料，文学不过结三千年之旧局，而政治则足以自开生面。” 显然，柳亚子对于邵力子关于自己不懂政治的公开指责，是无法接受的，因而勃然大怒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对于邵力子等排名在自己前面感到很不满。
柳亚子加入民革后，对于自己在民革领导层中排名，本来就很在乎。到北平后，他曾因民革未将自己提名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而颇有意见。国民党民主派统一合并于民革后，张治中、邵力子等原国民党高官也排到柳亚子前面，就让柳亚子感到更加不快。在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生纪念会上，由张治中主持会议。会议首先由何香凝登台发言，柳亚子对此衷心“拥戴”，毫无意见，“后即投小笺请求朗诵”，而张治中则“一言不发”。假使张治中事先宣布，何香凝后，尚有谭平山、邵力子发言，柳亚子表示，自己“虽心耿耿，亦不能不接受”。结果是，何香凝发言后，柳亚子“既动身”，而谭平山“亦上台”，“几成笑话”。因此，柳亚子责怪张治中“昏庸”，“不能控制会场”。  柳亚子对发言顺序的计较，虽然表面上是埋怨张治中主持会议不力，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缘于他早就不满于民革领导人排名顺序。
第三，对民革的指导思想与邵力子有不同看法。
脾气向来温和的邵力子为何公开指责老友柳亚子？原因已很难说清，但笔者分析，最主要原因是两人对于民革的指导思想有不同看法。早在1948年民革在香港起草《成立宣言》时，就围绕民革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人极力主张，“本党革命之目的，在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中华民主共和国”；“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之领导政党，三大政策仍为实现三民主义反帝、反封建之必要手段”； 但是，何香凝坚决反对把这种意见写入文件之中。其后，柳亚子、梅龚彬等最后修改的《成立宣言》作了折中处理，一方面仍保留一段：“今日之革命任务，即辛亥以来尚未完成之反帝反封建的三民主义革命任务。故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之领导政党，三大政策仍为实现三民主义反帝反封建之必要手段。”另一方面为尊重何香凝的意见，又加上了几句：“所不同者，今日之三大政策，已随国际与国内革命环境之演变，必须加以充实与发展耳。” 在1949年11月召开的“四方会议”期间，民革内部围绕民革的指导思想再次发生争论。一些人认为会议文件上有“新民主主义”之词句，不如改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更有民革本色和特点。 结果在李济深的调和下，形成了一段折中的文字：“确认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在现阶段已与新民主主义汇流，并愿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而奋斗”。  但是，两者之间的分歧并未消除。
柳亚子是极力主张以新民主义作为民革的指导思想的。在1950年11月上旬，他对此作了系统阐述。他指出，“表面上是毛主席紧接着完成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在精神上，一个是资产阶级革命，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同的。”他论述了孙中山“三民主义”发展历程，对孙中山给予高度评价。但是，同时指出，“我们不能盲从瞎信，说总理的一切都是对的”。“我们熟读总理的遗教，要能做到批判和扬弃的地位”。“总理遗著中，最要不得的，我个人认为是《三民主义》一部书。讲民生主义的一部分，既然残缺不全，而上面两部分，毛病亦大。” 最后，他明确指出，“今天民革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新民主主义，而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 

邵力子则是主张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作为民革的指导思想。他把“某氏序跋”“奉为至宝”，作为其主张的依据。对此，柳亚子指出，“该书为重庆新华书店出版，领导党尚未掌握政权，故其言如此耳。” 柳亚子还表示，自己心仪孙中山，但“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他承认，自己“效法领导党习用语”，说“焚烧《三民主义》本本儿”，“自属过激”。但是，他指出，“好像诋马克思为病理学家而非生物家，反对阶级斗争一节，即在其内。”并由此咄咄逼人地反问道：“此与新民主主义合耶？否耶？” 

孙中山先生诞生纪念会后，即有○○○、○○○、○○○诸人来会见柳亚子，为其“大抱不平”。且言邵力子来北京“一年有半”，“故态依然，殊为失望”。“更虑诱惑落伍同志使其右倾，政治上坏倾向更大。”他们还主张，要柳亚子请求召开中常会召开座谈会，以“辟兄之谬妄”，但柳亚子未予以采纳。 

不过，柳亚子最后在信中表示，“弟虽草间偷活，愧对侯、张，然岂甘与樊哙为伍，特以南社旧谊隐忍到今耳！今兄公然败坏我名誉，以两家（郑与○，非柳与○也）累世交情，弟亦不忍报复。特系铃解铃，责在我兄。如何在民革群众中为弟湔濯‘沉酣文学而不懂政治’的谰言，唯兄实利图之。”他声称，邵力子“万一无圆满答复”，则他“唯有拂衣去民革耳，不能匿怨友人，靦然称兄为同志也”。  

四、柳亚子怒气渐消
据宋云彬1950年11月19日日记记载，柳亚子写好了致邵力子信后，“经人劝阻，未发出。” 笔者分析，此信未发出，很可能还是受到柳夫人的劝阻。19日，柳亚子“以原稿交余阅看”，“相与大笑”。  这里显示，经过数日后，柳亚子的怒气似乎已经有所缓解了。
但是，柳亚子对此一度还是怨气难消。11月27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饭店东厅开幕，柳亚子写下8首充满愤怒和哀怨的诗。其中，第一首为：“胯下淮阴自昔衰，王前卢后费嫌猜。班生九等分人表，苏峻唐尧对坐来。” 前两句，借“王前卢后”典故表达自己对民革领导人排名顺序的不满。后两句则是说，民革领导人物分成几等，让远古的唐尧与东晋的苏峻坐在一起，实在是不伦不类，言下颇有不愿与邵力子等为伍的意思。
其后，柳亚子虽然心中仍不无芥蒂，但对邵力子的怒气渐消，仍在继续与邵力子进行正常交往。如12月9日，他自北总布胡同廿四号挟李一平偕赴邵力子、傅学文夫妇在陕西巷恩成居举行的宴会。 12月11日晚，他偕夫人一道出席陈邵先、张佩瑜、邵力子、傅学文四人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的宴会。 

12月12日，他写了一首诗给邵力子：“寰中笔墨君能健，皮里阳秋我自知。解作平心静气语，瓣香合拜李澄之。” 

李澄之（1901—1966），山东临沂人。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后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大革命失败后，他脱离国民党。“九一八”后秘密加入中共，在一些军阀队伍中从事统战工作。抗日战争中，在山东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45年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李澄之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同前往，在重庆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建设成就，并在民主党派中积极开展统战工作。经中共党组织同意，他参加了以王昆仑为主席的“小民革”和以陈铭枢为主席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朱蕴山、于振瀛均为联合会委员。他与柳亚子关系密切，柳先生曾赋“春申访我思前度，历下逢君正此时；更忆嘉陵江上别，桃潭春水亲人思”的七绝诗相赠。 1950年9月27日，民革山东省分部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民革中央派李澄之、范予遂等11人为筹备委员，由李澄之负责召集。由于兼职太多、工作太忙，李澄之致电民革中央谦辞不就，改由范予遂为召集人。
柳亚子诗的前两句，称赞邵力子笔力雄健，但也毫不客气说自己是能够准确评判人物的。后两句则是说，让我们双方平心静气，都来向主动谦让的李澄之学习吧。不难看出，柳亚子此时对邵力子的怒气已消，有意与邵力子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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